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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

论研究”( 即透明计算 ) 获 2014 年国际自然科

学一等奖，在随后一个月引起了不断升级的讨

论。“透明计算”获奖事件的影响也从最初的国

内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蔓延到《科学》、《自然》、

《外交政策》等国际知名杂志。很多人从技术层

面质疑此次获奖，并呼吁加快推行国家奖励制

度改革，比如计算机学会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

技奖励评审。笔者认为这次评奖事件背后所隐

含的评奖制度改革问题只是表象，而更深层的

问题是当前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民生需求在某

些领域不相一致，导致两种需求争夺科技资源。

为谁服务

从国家层面来看，保障信息安全毋庸置疑

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需求。以透明计算为例，

根据一篇国家科技奖励办负责人专访可见，“荣

获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清华大学‘透明计算’，突

破了传统操作系统的限制，对于解决操作系统

长期受制于人的问题、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透明计算声称能将软件和数据都集

中在服务器端，终端根据需要“流式加载”，这

从概念上听起来更便于信息监管，符合保障国

家信息安全的战略需求。

然而，对于广大民众而言，透明计算并未

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功能，甚至其他同类技

术具有应用更广泛、性能更好的优势。透明计

算的前身“索普卡电脑”从 2000 年左右推出以

来并没有形成主流市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透

明计算与实际民生需求尚有偏差。透明计算陷

入尴尬局面，一边是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得到部分政府人士以及从事国家信

息安全工作专家的支持，但另一边却招致民众

尤其是 IT 业界的讨伐，质疑其打着保障国家安

全的幌子推行大众不接受的技术。国家战略需

求与社会民生需求，因透明计算而分道扬镳。

就在舆论一边倒地讨伐透明计算之时，反

方《计算机学会的建议像首歌》一文横空出世，

力挺透明计算，并指出“如果不是政府参与评奖，

物理学家于敏这次也很难获得特等奖，因为他

的成果没法获得‘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科研要么为国家战略服

务，要么为社会民生服务，两者需求不相一致，

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科技力量究竟应该为什么服

务？一般而言，可分为三种状态：一是特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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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导，例如被称为“计算

机科学之父”的英国科学家图灵在二战期间即

参与了密码破解任务，立下赫赫战功；二是社

会民生需求崛起，与国家战略需求不相一致甚

至冲突，两者争夺科技资源。美苏两国在冷战

期间均属于这个状态，但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状

态，处理不当则会误国误民；三是国家战略需

求与社会民生需求基本一致，形成需求互补、

相互转化，提高科研资源效率。

美国经历过上述三种不同的状态。二战

期间的美国处于第一种状态，许多大学教授们

纷纷投入武器研制，包括哈佛、耶鲁等顶尖学

校也不例外，当年哈佛大学的教授就为美国海

军研制了新型鱼雷。据统计 1941 年美国政府

资助了约 6000 位科研人员参与军事研究，而

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时，这一数字上升到 3 万

人。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复苏，社会民生需

求快速发展，于是转入第二种状态，一直延续

到 1970 年代。这段时期，哈佛、耶鲁等大多数

大学回归到为社会民生服务，而少数大学如麻

省理工学院和一些国家实验室则仍然为国家战

略需求服务，包括阿波罗计划、半自动地面防

空系统（SAGE）计划等。但这种状态并不稳定，

1960 年代的美国也是社会矛盾突出，群众运动

四起。但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下，美国较

顺利地实现了从国家战略需求主导向日益繁荣

的民生需求的过渡。在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们

爆发了多次游行抗议，迫使学校将军事项目从

校园里撤出；IBM 则主动从做军方项目为主转

到面向民用市场，开创计算机租赁服务、研制

面向企业的 System 360 机等。通过这些努力，

美国很好地平衡了国家战略（军事）需求与社

会民生需求，1970 年代以后逐渐转入第三种状

态，形成了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科研创新之路。

此次透明计算获奖，意味着当前我国的科

技活动还处于第二种状态。过去几十年经济快

速发展，社会民生需求愈渐丰沛。虽然政府反

复强调企业应是创新主体，但实际的指挥棒仍

是引导科技人员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首要目标。

谁为主体

科技奖励只是政府的指挥棒之一，还有其

他多种指挥棒亦是如此，比如院士评选。

对比中国工程院与美国工程院的入选院士

构成，美国工程院每届评选大约 65 位左右新院

士，人选来自大学，IBM、通用电气等大公司，

有核心技术的中小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如

NASA 和各大国家实验室。其中，企业科研人

员占了相当的比例，如计入在企业兼职的大学

教授，来自企业的比例会更高（参见表 1）。

2009 年与 2011 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则主要聚集在大学与科研院所等“象牙塔”中。

2011 年大学与科研院所院士人数之和达 46 位，

占 总 数 的 85.2%；2009 年 两 者 人 数 为 39 位，

占总数的 81.3%。而国家屡次强调要成为“创

新主体”的企业则仅占 12%~15%，且以国企为

大学 科研院所 政府机构 国企 民企 总数
2011 年 25 位 (46.3%) 21 位 (38.9%) 0 8 位 (14.8%) 0 54 位
2009 年 19 位 (39.6%) 20 位 (41.7%) 3 位 (6.3%) 5 位 (10.4%) 1 位 (2.1%) 48 位

表 2:中国工程院当选院士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表 1:美国工程院当选院士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大学 企业 政府机构 总数
2012 年 42 位 (63.6%) 21 位 (31.8%) 3 位 (4.5%) 66 位
2009 年 30 位 (46.2%) 30 位 (46.2%) 5 位 (7.7%) 6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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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民企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参见表 2）。

我们国家大量科研人员选择滞留科研机

构，应该和国家的科技评价指挥棒偏向于科研

机构而忽略民企有一定联系。科研机构的经费

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很容易受政府的指挥棒

引导，倾向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事实上，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

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也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

绝对主体。根据全国工商联 2013 年数据统计，

民营经济占全国 GDP 的比重超过 60%，在全国

至少有 19 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 50%，在广

东省甚至超过了 80%。在 IT 等新兴领域，民企

对中国技术进步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

华为、阿里巴巴、百度等，面对几亿用户，他

们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级的。

有人质疑中国民企虽然对国家经济有推动

作用，但技术上仍以“山寨”为主。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背后隐藏了一种双重标准：一方面，

象牙塔中的科研人员，跟踪复制国外先进技术，

满足“国家需求”，经常被誉为“填补空白”；

另一方面，民企中的科技人员，跟踪复制国外

先进技术，攻克产品研发难点、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则鄙之为“山寨”“抄袭”。

在笔者看来，满足国家需求与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这两个目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国

家的贡献，应给予一致的科技评价与荣誉。

评价机制错位

当国家战略需求长期优先于社会民生需求

时，它必然会获得更多的由政府主导的科技资

源，包括项目、奖励、头衔等等。然而，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的科研活动，由于很多涉及国家

机密，往往只需获得政府或领导的首肯，就可

以定义为“成功”，而不必受传统的科学范式约

束，即科学共同体约定的同行评价方式与标准。

这种过度依赖于政府定义成功的方式，对

正常的科研活动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其一，会使中国科研人员无法与国际学术

界进行正常的交流。在当前科技总体水平还落

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想通过“闭门造车”

来实现“弯道超车”，不是没有一点希望，但非

常困难。也许有人会用日本的例子来反驳，认

为日本本土培养多位诺贝尔奖。但这种观点忽

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日本诺贝尔奖得主

其实都有美国留学或访问经历，同时也有大量

美国学者到日本交流访问，正是这种紧密的国

际合作交流才使日本处于科技强国之列。

其二，更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公众对政府

评价机制有效性与公平性的质疑。科学共同体

与政府的评价方式有很大区别。科研人员都知

道，论文的同行评议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同一

篇论文不同人审会有不同结论。因此，一项工

作的真正价值需要经过两阶段的同行评价，第

一阶段是少数审稿人的评价，结果是论文能否

发表；第二阶段是发表后更多同行的评价，结

果是论文引用情况。这种评价机制的第一阶段

存在判断失误或者人为舞弊的机会，比如某期

刊主编希望某篇论文被录用，则可以邀请对论

文有好感的审稿人甚至是好友，但幸运的是还

可以通过第二阶段评价来修正。

相比而言，政府主导的评价往往只是采用

上述第一种评价方式，没有其他机制来修正可

能存在的失误与舞弊，因此评价结果会存在一

定的随机性。

透明计算获自然科学一等奖引起如此大的

争议，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仅满足了国家战略需

求，却未能满足社会民生需求，仅符合政府定

义的成功，却不符合科学共同体定义的成功。

当政府评价标准与科研共同体评价不一致

时，会造成科研人员无从选择何种标准？而选

择的结果，必然会影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透明计算事件亦有积极一面，促使我们思

考科技体制发展的规律，认清当前中国科技发

展所处阶段。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这

或许是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必经的阶段，看清了

这一点，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份谨慎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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